
　　因果关系错误问题及其应对

———以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再阐释为中心

黎 　 宏 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错误，是为了解决在因果关系上认定过宽，让行为人对一些罕见

的偶然结果也要承担既遂责任的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是试图将在客观违法阶段难以解

决的问题转移至主观责任阶段加以解决的尝试。但这种尝试不仅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还会加重责任阶层判断的负担，导致违法阶层判断与责任阶层判断失衡。因此，在客

观层面处理因果关系错误问题成为学说主流，其中，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应当成为首选

方案。只是，当前对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理解带有较浓厚的相当因果关系论色彩。行

为危险现实化说强调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认为在有无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没有必要以

内容模糊的规范性因素即 “异常性”作为判断依据，而只要以科学鉴定所确认的行为

对现实结果发生的贡献度或者参与度为根据，判断现实结果能否评价为行为危险的现

实化即可。

关键词：因果关系错误　条件说　相当因果关系　客观归责　行为危险现实化

一、问题意识

　　所谓因果关系错误，是指虽然在行为人认识的对象上发生了结果，但引起结果的因果过程
与行为人事先预想的不一致。因果关系错误问题和因果关系是不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因果关系

错误论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等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话题。〔１〕依照通说，

因果关系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内容，对引起结果的因果关系发生误认，实际上是对具体犯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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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因果关系错误称为 “因果流程偏离”。在本文看来，二者要解决的虽是同一问题，但代表两种不同的解

决路径。另外，我国现有的犯罪论体系中并没有 “因果流程偏离”概念的存在空间。因此，本文仍然沿用传统

的因果关系错误概念，并试图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寻求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解决路径。有关 “因果关系错误”的

见解，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６２页；付立庆：《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２０６页以下；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１０页。有关 “因果流程偏离”的见

解，参见周啸天：《结果的提前实现———既有学说批判与结果归属认识论提倡》， 《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阎二鹏：《因果流程偏离与故意既遂归责的实现———兼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再表述》，《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４
期；柏浪涛：《狭义的因果错误与故意归责的实现》，《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欧阳本祺：《论因果流程偏离的主
观归责》，《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陈璇：《论主客观归责间的界限与因果流程的偏离》，《法学家》２０１４年
第６期。



成的客观事实发生认识错误。按照事实错误排除故意的原理，上述场合，要排除行为人对整个

犯罪的故意，〔２〕或者至少就结果排除故意。〔３〕但是，正如在意图让人溺水死亡而推人下桥，

结果被害人头部撞上桥墩死亡的场合 （桥墩案），若仅因行为人预料的因果过程和现实稍有不

同，就否定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具有故意从而成立未遂，或者作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无罪处理，不

仅不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也与我国刑法第 １４条的故意犯罪规定大相径庭。然而，若认为
因果关系错误不影响犯罪故意，则在行为人意图淹死他人而推人下桥，被害人在坠落过程中被

流弹击中身亡的场合，就要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既遂的责任。这一结论不仅同样有违一般人的

法感情，也不符合任何人只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而不能对他人行为引起的结果承担替代

或转嫁责任的责任主义原则。

　　顾名思义，因果关系错误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或者说结果能否归
属于行为的认定为前提。就前述案例而言，现实中确实存在引起结果的因果过程偏离行为人事

先预想的情况，只是应如何处理这种偏离现象，见解不一。因果关系错误否定论主张将其作为

因果关系或者结果归属的问题来对待，在客观违法层面解决问题，而不用延伸到主观责任层

面，作为影响行为人故意的事实错误问题来处理。〔４〕因果关系错误肯定论则看重事实和行为

人主观认识之间的差异，主张以事实错误排除故意的方式，在主观责任层面解决问题。〔５〕但

无论如何，两种见解都承认，要解决因果关系错误问题，首先离不开对因果关系自身的考虑。

　　在我国实践中，发生结果的过程和行为人的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出现，行为人对结果是
否要承担既遂责任，在判决理由上如何说明，都是实务中要处理的问题。这一点，在王喜臣故

意杀人案中有所体现。本案中，被告人王喜臣酒后持木棒击打其妻张玉红头部，致其倒地，被

告人误以为张玉红已经死亡；为掩盖罪行，王喜臣将汽油浇在张玉红身上点燃，伪造失火现场

后逃走。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系在意识丧失的同时，有汽油燃爆的情况下被烧死。一审法院认

为，被告人持木棒击打被害人致其丧失意识，随后纵火伪造现场致使被害人被烧死，犯罪危害

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酒后与其妻发

生口角进而行凶杀害其妻，后果特别严重，本应严惩，但鉴于本案系家庭矛盾引发，对被告人

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６〕在本案的审理中，尽管法院将审查重点放在了被告人主观故意

的查明和认定上，但在判决说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其中的因果关系错误问

题。本案中，被告人误以为是自己的棒击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而实际上被害人是被其放火烧

死的。按照既有的学术见解，类似本案的场合，被告人实施的前后两个行为应当分开理解，前

者属于故意杀人未遂，后者属于过失致人死亡。〔７〕若如此理解，还能以故意杀人既遂对被告

人判处死刑吗？这是司法实务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综上，因果关系错误论，与其说是探讨行为人有关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倒不如说是探讨
因果关系本身。通说认为因果关系是故意的认识对象，但不要求行为人对现实因果过程的细枝

末节都有认识，只要对其大概或者基本部分有认识就足够了。所以，在考虑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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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要确认，现实发生的因果过程与行为人的预想之间，何种程度的不一致能称得上是因

果关系错误。如果引起结果发生的因果过程与行为人的预想存在若干差别，但其仍在实行行为

所可能发生的变形范围内 （如被害人不是掉水里淹死，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头部撞上桥墩而

死），则该种程度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不是影响结果故意的因果关系错误。反之，如果现实

的因果过程与行为人的预想存在重大偏差，超出了实行行为所可能发生的变形范围 （如被害

人在从桥上坠落的过程中被流弹击中而死），则该种程度的偏差不仅阻却行为人对现实发生的

结果的认识，更会截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此说来，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关键，还

是在于因果关系本身，即在行为人预想的结果引起路径与现实路径存在一定差别的场合，是否

仍然可以说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首先梳理我国学界当前流行的因果关系学说有关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
理解；之后，结合若干案例，对行为危险现实化说进行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因果关系错

误问题的解决思路。

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与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前提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客观上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否则，行
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异即 “错误”就无从谈起。行为与结果之间是不是存在

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各种学说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差别很大，因此，在探讨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之前，首先得查明相关学说的见解。就我国学界的现状看，条件说几乎无人主张，目前有影响

力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论。

　　 （一）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最大特点是，在有无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引入了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标
准，即为了确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单有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还不够，还必须加入一般

人的生活经验判断。只有在行为时能够根据社会生活的一般经验，预测结果的发生以及发生结

果的因果过程的，才能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反之，若是生活经验上非常偶然、罕见的异常原

因引起了结果，就应当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８〕

　　相当因果关系说中，依据判断基础和标准的不同，有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分；从现
状看，较有影响力的是客观说和折中说。二者的差别，表面上是对因果关系判断基础的理解不

同。客观说认为，判断有无相当因果关系，应以行为时存在的全部事实 （也有人认为，应当

限定于一般人在行为时能够预见到的行为后全部事实）为判断资料。〔９〕折中说则主张，将行

为时一般人能够预见的事实和行为人特别了解的事实作为判断资料。〔１０〕但实际上，二者在理

念上有重大差别。客观说的理念是，因果关系是在事后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手段，属于

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问题，应当客观判断。因此，以一般人不能认识为由，将行为时存在的事

实排除在判断基础之外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做法。折中说则强调

刑罚是呼吁一般人保护法益的手段，只能在一般人能够认识的事实的基础上考虑行为人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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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范围；就一般人不能认识的事实进行呼吁，毫无意义。但是，客观说认为：这种针对一般

人的呼吁是责任谴责的问题，属于主观方面，应当在客观方面的判断完结后再进行；折中说在

提倡事前判断，将行为人认识或者预见的事实也作为判断基础的一点上，具有与主观归责接近

的性质，〔１１〕容易将违法和责任混为一谈。

　　之所以会存在上述对立，恐怕缘于二者对因果关系的机能有不同理解。无论是客观说还是
折中说，二者都承认因果关系的机能是针对结果划定合适的归责范围。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

一机能，二者的理解不同。折中说批判客观说，认为将行为时存在的全部事实作为判断基础，

会得出和条件说几乎同样的结论，不可能发挥因果关系作为客观归责工具的机能。客观说则认

为，以一般人可能认识的事实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基础，会将主观归责问题带

到作为客观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中来，也不妥当。〔１２〕

　　客观说和折中说的差别，集中体现在类似 Ｘ出于杀人故意用刀划伤 Ａ的胳膊，不料 Ａ是
血友病患者，Ａ流血不止以致身亡这样的案例中 （血友病患者身亡案）。这类案件中，被害人

看似非常健康，实际上却有重大隐性疾患。在伤害被害人造成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到底是以

“表面”即一般人的看法为判断基础 （折中说）、还是以 “实际”即客观事实为判断基础 （客

观说）认定行为引起结果的相当性，成为问题。按照折中说，Ａ患血友病的事实，在一般人不
能预见且行为人 Ｘ也未能预见时，就要将其从相当性判断的基础中加以排除。不考虑 Ａ是血
友病患者的事实，根据一般生活经验，Ｘ的划伤行为不具有致 Ａ死亡的危险，该行为产生该
种结果非常异常，发生死亡结果的事实偏离了一般人的生活经验，纯属偶然，属于因果关系错

误，阻却结果故意，Ｘ仅成立故意杀人未遂。〔１３〕按照客观说，Ａ患血友病是行为时客观存在
的事实，不管一般人或者行为人有无认识，都要放在相当性判断的事实基础中。以此为前提，

根据一般生活经验，Ｘ的划伤行为具有致血友病患者 Ａ死亡的危险，该行为产生该种结果并
不异常，Ａ死亡的事实没有偏离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具有相当性，不存在因果关系错误，行为
人对死亡结果有故意，成立故意杀人既遂。〔１４〕

　　然而，如果说因果关系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因果关系错误决定结果故意的有无，而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错误，取决于行为到结果的发展过程是否符合一般人的经验法则，取决于现实的因

果过程是否在相当因果关系范围内，则行为人对于现实发生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只要看行为

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可，作为责任要素的因果关系错误概念岂不是没有存在的

必要 （因果关系错误不要说）？

　　确实，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之下，因果关系错误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只要采用相当
因果关系说，在行为引起结果的流程判断中，基于经验法则考虑一般人的认识，作为犯罪构成

客观要件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就不可避免会随着一般人或者行为人本人认识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从而被抹上主观色彩。特别是，如果说因果关系的判断就是将发生的结果归属于与其有条件关

系的行为是否符合一般人的经验的判断，则其和犯罪故意———行为人在行为时对 “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预测———又有什么差别？因此，因果关系错误不要说有一定道理。

　　而且，就现实来看，因果关系错误必要说和因果关系错误不要说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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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必要说的学者虽然主张因果关系是故意的认识对象，但其也认为行为人只要对因果关系的基

本部分，即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以及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有认识即可，不需要对

因果关系的具体进程都有认识。〔１５〕支持不要说的学者也主张，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通常会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但不需要认识到具体的因果进程。〔１６〕如此说来，二者的差别仅在

于对 “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因果关系的具体进程”存在不同理解而已。而这恰恰是先于因

果关系错误论的因果关系论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导致在出现因果关系错误或者说因果流程偏

离时，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情形争论不休的关键所在。

　　 （二）客观归责论与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虽然有学者指出，客观归责论超越了因果关系的范畴，涉及对行为、结果以及两者之间因
果关系的全面实质性考察，〔１７〕但从我国的现实看，客观归责论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如何使

用该学说对因果关系论进行变革上。〔１８〕因此，讨论因果关系错误问题，必须提及客观归责论

对它的看法。

　　从因果关系论的视角看，客观归责论意图在对犯罪构成的主观要素进行检验之前，在犯罪
构成的客观层面把并不重要的因果关联排除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重视客观构成要件在认定

犯罪中的意义，弱化主观构成要件在犯罪认定中的地位。〔１９〕因此，在客观归责论之下，因果

关系错误会被轻视，因为其没有为处理不重要的、没有预见到的因果过程偏离提供钥匙。〔２０〕

如就 Ｘ意图杀害 Ａ但只是造成 Ａ轻伤，Ａ在医院治疗期间遭遇火灾身亡的场合 （医院失火

案），按照德国学者的理解，在行为人的认识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因果关系错误）成为影响

故意的主观责任要素之前，其首先被视为一种客观事实即因果过程偏离，在这种偏离引起结果

时，该结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因为，在一种处于预见性之外的因果过程中，结果归责客观上

是不可能的，而错误理论并不负责不可预见的因果过程。上述场合，医院起火是突如其来、不

可预测的因素，其使得客观行为构成中缺少一种杀人行为，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一种未遂。〔２１〕

而在前文的桥墩案中，尽管存在因果过程的偏离，但具有决定意义的仅仅是这种偏离 “重要”

还是 “不重要”，其涉及评价问题，而因果关系错误对此没有作任何提示。〔２２〕因此，在客观

归责论看来，对因果过程的认识不是成立故意的条件，对其无认识也不是应当根据德国刑法中

的事实错误规定来处理的行为构成错误。对于行为人来说，他必须认识到，当其对法益创设了

一种不被允许的危险，并且追求或者容许这种结果出现时，就存在理智性和意愿性的故意要

素。故意在适当的因果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因果性偏离会被阻却，但这已经不是与行为人有关的

心理要素问题，而是对故意的归责。即不仅存在对客观行为构成的归责，也存在对主观行为构

成的归责即故意归责。只是，在主观故意归责时，人们必须依据规范性标准来进行。〔２３〕

　　由此看来，在客观归责论之下，处理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概念是因果流程偏离。虽说我国

·８０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前引 〔１〕，付立庆书，第１９６页。
参见前引 〔１〕，张明楷书，第３３９页。
参见陈兴良：《序》，载孙运梁：《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页。
王世洲：《现代刑法学 （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７〕，孙运梁书，第４页。
参见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１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６页。
同上。

同上。

参见前引 〔２０〕，罗克辛书，第３３６页。



学者时常将二者等同视之，但实际上，二者存在重大差别。因果关系错误是影响责任阶层的要

素，而因果流程偏离是影响违法阶层的要素。对此也不难理解。客观归责本就由两个部分组

成，一个是经验事实层面的因果关联，另一个是规范性层面的刑法归责。二者之间存在位阶顺

序，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在先，运用各种判断规则和排除法则进行价值的、规范的刑法

评价在后。〔２４〕因果流程偏离作为经验事实描述，是第一个层面的判断。在存在因果流程偏离

的情况下，客观归责论没有依据事实错误排除故意的原理，形式化地认定行为人对结果没有故

意，而是以结果归责在客观上不可能为由，否定结果归属，认定成立未遂犯。

　　 （三）分析

　　因果关系错误是为了克服条件说归责范围过广的弊端而提出的概念，是为了将客观违法层
面难以解决的因果流程偏离现象转移至责任层面进行解决的尝试。如在前文医院失火案中，因

为存在 “没有 Ｘ的行为，就不会有 Ａ住院时被火烧死的结果”的关系，按照条件说，Ｘ成立
故意杀人既遂，但这个结论过于荒唐。因此，条件说论者便以出现了因果关系错误为由，认为

在上述场合既遂故意被否定，只成立故意杀人未遂。〔２５〕据此，因果关系和责任被严格区分，

在肯定条件关系就等于肯定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再讨论行为人对结果有无故意。其具体操作是

看因果流程偏离是否处于生活经验上能够预见的范围之内，当结果的发生处于能够预见的范围

内时，不阻却故意；反之，在发生了一般生活经验上不能预见的结果时，就阻却结果故意。〔２６〕

就医院失火案而言，Ａ在医院治疗期间遭遇火灾身亡，就属于严重偏离一般生活经验的因果流
程偏离，Ｘ对 Ａ的死亡不能承担故意犯的罪责。这样，条件说虽有将因果关系认定过宽之弊，
但通过因果关系错误对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进行处理，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这种不足。

　　但是，上述尝试难言成功。条件说认为，因果关系错误的判断必须以在经验上能够预见的
因果关系为限，在超过该限度而发生结果的场合 （发生了一般人不能预见的因果过程的场

合），不能追究行为人的结果故意责任。〔２７〕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条件说在反对相当因

果关系说时认为其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采用了内容模糊的相当性标准，另一方面又认为因果关

系错误的判断应当以因果流程是否超出一般人的经验认识为限，这岂不是将相当因果关系的理

念即相当性标准 “从违法的前门无情拒绝，却又在责任的后门悄悄放进来吗”？〔２８〕

　　不仅如此，因果关系错误论还会加重责任阶层判断的负担，导致违法阶层判断与责任阶层
判断的失衡。故意是深藏于行为人内心的主观要素，其认定只能依靠行为人的供述或者其他客

观证据进行推定，不可避免地具有任意性。从保护法益和保障自由协调平衡的立场出发，现代

各国的犯罪论体系几乎都采取了 “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以保障刑法适用的安定性。

因此，将本应在违法阶层通过因果关系论解决的既遂犯处罚范围问题，通过转化为因果关系错

误，尝试在责任阶层解决的做法，在方向上是否妥当，也值得怀疑。

　　总之，像条件说那样，意图通过因果关系错误在责任层面解决问题的做法，只是将问题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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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而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而不具有实质意义。这或许就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论认

为因果关系错误概念没有必要存在的原因所在。

三、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与因果关系错误问题

　　如果说因果关系错误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因果关系错误现象所引起的问题，依据因
果关系论就足以解决，那么，以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学说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就我国

学界现状而言，主要有两种见解可资借鉴，一是客观归责论，〔２９〕二是行为危险现实化说。〔３０〕

这两种学说虽然名称不同，但在基本理念上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以下结合客观归责论的

相关理念，以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为中心展开探讨。

　　 （一）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理论基础和现状

　　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主张以 “行为危险是否在结果中变为了现实”来判断有无因果关系，

认为在能够认定实际发生的结果是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体现时，即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３１〕该学说在克服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基础的局限性 （仅限于一般人已经认识或者能

够认识的事实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和判断基准的模糊性 （以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法则

为准）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３２〕

　　在展开对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阐释之前，首先须澄清因果关系的本质，即刑法的适用中为
什么要考虑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本质，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一般预防说，即通

过禁止一般人可能利用特定的因果过程侵害法益，达到预防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效果，因此，

在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上，必须考虑经验上具有一般通常性的因果过程。〔３３〕另一种是精准报应

说。该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但刑罚的本质是报应，从报应的角度看，因果关系论能将经

验法则上罕见的结果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从而精确限定法益侵害结果的归责范围。〔３４〕

　　本文大致同意精准报应说的见解。按照责任主义的原则，任何人只能对自己行为引起的危
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能对他人行为造成的结果承担转嫁或者替代责任。在结果犯的场

合，之所以考虑因果关系，理由正在于此。在要求行为人对已经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时，

首先必须确认其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详言之，因果关系是限定行为人

对特定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其存在价值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有关。〔３５〕刑法固然具有

命令或者禁止人的行为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机能，而一旦现实中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需要

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实施报应时，也必须以其造成的侵害为限，以避免不必要的无效报应。如

就前文医院失火案而言，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对行为人论以故意杀人既遂是最有效的一般预

防措施。但是，这种处罚不仅超越了报应的限度，不符合责任原则，而且将医院起火这种极为

·０１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参见李希慧主编：《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７页；冯军、肖中华主编：《刑法总论》，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９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２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黎宏书，第９８页；《刑法学》编写组：《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
第１３２页。
参见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６页以下。
参见 ［日］西田典之：《刑法

$

论》，桥爪隆补订，弘文堂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３页。
参见前引 〔３〕，井田良书，第１３５页。
参见前引 〔３２〕，西田典之书，第１０７页。
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７页。



罕见的偶然事件也包含在对杀人行为的处罚中，其能够达到让其他人不要模仿或者不要利用该

种因果过程从而避免实施类似行为的一般预防效果吗？在此意义上，在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范围

时，首先要从合理限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立场出发，依据行为对结果的事实贡献，以现实结果

能否被评价为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作为基准。在确认现实发生的结果就是刑法规范通过禁止

该行为意图加以回避的结果时，即可说实行行为的危险为现实发生的结果所证实，可以发生结

果为由对该行为予以较重的法律评价。

　　依照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不管是行为时既已存在的事实，还是行为后的介入因素，也不论
其是否为一般人或者行为人本人所认识，只要客观存在，就都能纳入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同

时，在判断行为危险现实化时，将行为危险在结果中是否变为现实、多大程度上变为现实作为

判断基准，这使得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度、行为危险在现实化为结果的过程中是否为介入因

素所阻断等，成为可以量化的问题。〔３６〕这样一来，因果关系判断中最为棘手的介入因素，就

成为不以行为人本人以及一般人的认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其作用大小可以通过和行为人的行

为危险进行比较而得到具体化。

　　然而，我国学者在借鉴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过程中，受该学说在其母国日本尚未定型、仍
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局限，在理解上没有完全消除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痕迹，这使得行为危险现实

化说在我国受到了一些误解和质疑。如有学者认为，行为危险现实化说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修

正。〔３７〕另有学者认为，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并非全然放弃因果进程的通常性要求，而只是在行

为危险的直接实现中基于实行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危险，直接放弃了通常性要求；在行为危险间

接实现中则仍然要遵循因果进程的通常性要求。〔３８〕同样，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也有案例认同

在 “实行行为危险性较大、介入因素异常性较小、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较低”时，就

能认定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从而认定具有因果关系，〔３９〕但也有人认为，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不

能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实行行为危险性较大且介入因素异常性同样较大的事实类

型，也不能妥当说明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考虑介入因素异常性，只重视不同要素间因果力的比

较，区分直接死因、间接死因或者辅助死因的裁判思维。〔４０〕

　　 （二）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再阐释

　　本文认为，上述批判虽有未深刻理解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之精髓而有失偏颇之嫌，但的确也
触及了我国当前有关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之理解上的软肋，即在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外衣之下，

包裹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思维内核。实际上，相较于以经验常识为判断基准的相当因果关系

说，行为危险现实化说所改变的不只是几个要素之间的排序，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判

断理念，这就是因果关系的有无不是依据某种经验来推断，而是以事后查明的全部客观事实为

基础，客观地判断和认定。这一点，和我国传统学说一直强调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在某种意

义上有相通之处。因此，在我国提倡行为危险现实化说，有其现实基础和可行性，不会存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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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春晓：《危险现实化与结果归属》，《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９１页。
参见臧建伟：《陈美娟非法投放危险物质案 ［第２７６号］———介入因素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载最高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３６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页；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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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蒋太珂：《危险现实化评价的类型构造》，《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５１５页。



土不服的问题。只是，在对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理解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

　　本文认为，结果是不是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必须立足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以行为时存在
的全部事实为判断基础，以科学的司法鉴定为判断依据。从科学法则的角度看，能够将现实发

生的结果归属于实行行为时，就可以说二者之间存在危险现实化的因果关系。反而言之，行为

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该行为所具有的危险现实化为了具体结果。这样，因果关

系不仅回归为与行为人以及一般人的主观认识无关的客观事实，而且实行行为对结果有无贡献

以及贡献大小，也成了可以依据相关事实进行判断的问题。

　　迄今为止的因果关系学说 （从条件说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一个共同点是，将客观存在

的引起与被引起的事实现象，放在一定公式中进行推演，形式地确定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这种

判断方法的问题是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成为一种随着行为人和一般人的主观认识而转移的存

在，失却了其本来的客观属性。比如，针对被害人父亲 Ｙ抢在行刑人之前按下绞刑架电钮，
将死刑犯 Ａ绞死的案例，按照条件说，没有 Ｙ按下电钮的行为，行刑人也会按下电钮引起 Ａ
的死亡结果，故不符合条件关系公式，从而会得出 Ｙ的行为与 Ａ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
系的结论。这一结论虽然符合形式逻辑，却罔顾客观事实。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如就前文血友病患者身亡案之类行为时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因素的案例而言，按照折中的

相当因果关系说，因果关系的有无取决于被害人是血友病患者的事实是否为行为人所知或者能

否为一般人所知，在该类事实不仅不为行为人所知、一般人也难以认识的场合，就会得出被害

人之死与行为人的伤害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虽然将行为时存在的

全部事实作为判断基础，与折中说相比其更加接近客观实际，但客观说在判断标准上却采用了

一般人的经验标准，在出现根据一般人的经验难以判断的情况时，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局面。

如在将硫磺粉末混入食物或者以向他人静脉注射空气的方法杀人的场合，一般人就无法判断这

些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４１〕正因为如此，客观归责论和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均采用了一种 “简

单粗暴”的判断标准，即在行为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该危险在结果中变为现实，且这

种现实处于构成要件规制的范围内时，就可以直接将该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反之，即便行为创

设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而且现实中也发生了某种实害结果，但如果该结果不能说是行为危险

的现实化时，也必须否定将该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这一点，在德国的卡车司机案和日本的大阪南港案中均有清晰的体现。在卡车司机案中，
虽说卡车司机存在违规超车行为，也导致了骑车人死亡的结果，但事后查明，在行为当时，即

便卡车司机不违规超车，也难以避免醉酒的骑车人被卡车轧死的结果。因此，法院认为，被害

人的死亡结果不能归属于卡车司机的违规超车行为。换言之，醉酒骑车人的死亡结果不是卡车

司机违规超车行为危险的现实化。〔４２〕在大阪南港案中，尽管未到案的第二行为人的暴行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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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投放一定剂量的情况下，该事实是不是和死亡结果相关，一般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可能无从判断。另

外，尽管存在科学上的因果法则，但在其尚未普及为一般人的常识时，以一般人为基准，也有可能无法认定行为的

危险性。因此，在因果关系的判断基准上，以一般人为标准几乎是不可行的。在日本的判例中，对于将硫磺粉末混

入食物意图杀死被害人的行为，法官以绝对没有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为由，认定其为故意杀人的不能犯。对于以注

射器向静脉中注射空气意图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判例认为，即便空气的量在致死量以下，但依据被害人的身体条

件等情况，在医学上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引起死亡结果的危险，因此认定其为故意杀人未遂。可见，就因果法则问

题，判例不是以一般人的常识为准，而是采用了科学知识基准。上述判例的介绍，参见前引 〔１０〕，大谷实书，
第３４６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４页。
参见前引 〔２０〕，罗克辛书，第２５７页。



经身负重伤之被害人的死亡稍稍提前，具有 “人为地非法缩短他人生命”的杀人性质，但法

官根据法医鉴定结论，认为第一行为人的暴行 “形成了作为被害人死因的伤害”，由此直接认

定了第一行为人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４３〕在这种以行为时存在

的全部事实为基础进行科学鉴定、分析结果的原因的方法之下，有无因果关系的判断就成为一

种纯粹的事实判断：判断的依据是行为所蕴含的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是否在结果中变为现实；判

断的标准是科学的鉴定意见，而非一般人的经验常识。

　　上述因果关系理念与判断方法，和我国传统学说所坚持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以及司法实
践所践行的 “行为对结果的事实贡献度”的判断方法，可谓不谋而合。比如，我国传统学说

指出：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客观的联系，并不涉及行为

人的主观内容，西方学者极力主张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不可取的；只有确定危害行为包含危害

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而非抽象可能性，危害行为才能转化为现实，危害行为与现实化的危害

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４４〕这类观点还举例说，装上子弹用枪杀人而引起死亡结果，包含

着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开枪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即有因果关系；甲乙两人打架，甲将

乙打成轻伤，乙在医院治疗时感染炭疽病菌而死的场合，甲的行为虽然是乙死亡结果发生的条

件，但其不包含有乙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所以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４５〕

　　这种强调因果关系客观性的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贯彻到了极致。如在张校抢劫案
中，针对被告人为抢劫财物持刀对被害人前胸、腹部、背部等处连刺十余刀，被害人在救治过

程中因腹部静脉未缝合导致外伤大出血而死亡的事实，法院认为，尽管医院在抢救过程中存在

失误，但这种失误并非明显失误，作为被害人死因的左髂总静脉破裂不是医院的抢救行为所造

成的，而是被告人的捅刺行为直接导致的，抢救行为并未切断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４６〕本案中，法官的基本思路是，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足以造成死亡结果的危险，其至少

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医院治疗中的失误并没有使抢劫行为的致死效果缓和或者替代抢劫

行为引起死亡结果。在被告人的行为引起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抢救行为对结果

发生的影响力并非主要因素的情况下，抢救行为并不能中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的理解，在刘旭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中也能窥见一斑。本案

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张某某 （殁年６９岁）因交通纠纷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被告人刘旭动手
推了张某某，张某某感觉胸闷，４小时后在就医过程中死亡。法医鉴定，张某某因患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法院据此认定，虽然现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推了被害

人肩部并踢了被害人腿部，但在打击力度及部位方面，被告人的行为尚未达到可能造成被害人

死亡的强度；被害人的死亡更多是意外因素所致，被告人的殴打行为只是一个诱因，故被告人

不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４７〕可见，我国司法机关尽管没有使用 “行为危险现实

化”的概念，但在相关审判实践中一直践行这种思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将危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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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决平成２年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刑集》第４４卷第８号，第８３７页。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７５页；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８页以下。
同上引马克昌主编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１页。
参见赵善芹：《张校抢劫案 ［第６８５号］———医院抢救中的失误能否中断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
系》，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 《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 ７９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０页。
参见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宣刑初字第２４４号刑事判决书。



为对结果的贡献度作为判断因果关系有无及大小的依据。

　　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其母国日本属于新近提倡并仍在发展中的学说，该如何应用，尚有不
同看法。特别是在行为后存在介入因素以及行为时存在特殊因素的场合，介入因素和特殊因素

如何影响行为危险现实化的判断，依然没有定论。很多时候，不得不借助 “介入因素的异常

性”这种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方法，这使得在判断行为危险现实化之际，并未彻底消除经

验判断的影响。〔４８〕这便是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引入我国之后受到质疑的原因。

　　从本文的立场看，既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专注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就没有必要将在判断上容易导致主观化的规范性因素即相当性作为判断依据。以相当性为判断

依据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将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一般化、类型化的可能性关系作为问题，

其适宜用来判断实行行为自身的危险，而不适宜个别具体地观察现实因果过程即个案中的因果

关系。在个案中，人们关注的是，与结果发生有关的行为的因果作用乃至因果作用的程度和形

态。在科学鉴定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

系，现实结果确实由实行行为引起时，毫无疑问，可以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应归属于行为。在科学鉴定证明，现实结果的确由介入因素引起时，就应否定实行行为和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将结果归属于介入因素。但是，在能够证明介入因素是由实行行为所诱发

时，则仍可将结果归属于实行行为。

　　这样说来，在现实结果是不是行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判断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根据科学鉴定，现实发生的实害结果属于行为危险的现实体现时，可直接将该结果归
属于行为。这种情形属于行为危险的直接现实化，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体现的格外明显。有研

究表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伤害案件中介入医疗事故时，法官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很大

程度上依靠医疗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书等鉴定材料。〔４９〕如在李某故意伤害案中，被

害人许某被行为人李某以小刀伤及脸部、颈部、背部，送医９小时之后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
定结论是，许某因颈部内颌下动脉被锐器创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

医院救治许某过程中的过错客观上贻误了抢救时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要求重新鉴定。几经反复之后，最终的鉴定意见认为：“被害人损伤为条件致命伤 （若及时手

术不会发生致命结果），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在于：没有及时手术或转院手术，延误

了抢救时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其过错在死亡结果中占主要参与度。”据此，法院认为，作

为介入因素的医院过错在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中占主要参与度，判处被告人对死亡结果负责

会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故判定李某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具备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被告人在重伤 （损伤引起的休克）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５０〕

同样的判决思路，在王俊超等故意伤害案中也有体现。本案中，被告人殴打被害人致其重伤，

被害人在医院治疗１８天后死亡。由于在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介入了被害人饥饿因素，被
告人是否要对被害人死亡承担刑事责任，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俊超等共同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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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本学者在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尽管采用了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但在具体判断上仍然采用了相当因果关

系说的分析方式，将行为后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因果进程的预测可能性等作为判断的核心内容。参见前引 〔３〕，
井田良书，第１４３页。
参见汪东升：《因果关系判断的司法实况———以７８个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
第１５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９页。
参见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三刑初字第０００６７号刑事判决书。



伤害他人，造成被害人秦新奎重伤后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但

是，有关被害人死因的各鉴定意见之间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其中，首次鉴定认为死者损伤系

重伤，死亡符合饥饿致死；后又补充鉴定认为，死者符合钝性物体打击头部，致颅内硬膜下血

肿及脑出血，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考虑到两份鉴定意见说法不一，法院认定被害人因故意

伤害致死的证据不足，被告人不应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５１〕

　　二是根据科学鉴定，现实结果不是实行行为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介入因素导致，但该介入
因素为实行行为所诱发时，也可以说现实结果是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这种情形属于行为危

险的间接现实化，也有人称之为 “初始危险蕴含了实际危险流”。〔５２〕如在赵金明等故意伤害

案中，行为人持刀追砍被害人，被害人慌不择路泅水逃避却溺水身亡。法院认为，被害人被迫

泅水是被告人持刀追砍所致，被害人泅水后死亡与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使被

告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出于过失，但鉴于事先被告人已有伤害故意及行为，根据主客观相

一致原则，亦应认定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５３〕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该判决结论深表认可，

认为面对７名持刀暴徒近距离追砍，被害人选择泅水逃生既是被迫无奈的行为也是当时特定条
件下的正常行为。虽说通常情况下会水的成年人溺亡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下列情况的存在，

使得本案中被害人溺亡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大大增加：一是被害人在狂奔和跳堤摔倒

的情况下仓促下水，没有做下水前必要的准备活动；二是案发时系夜晚，被害人下水的河段不

安全因素较多；三是逃生的恐惧心理会大大影响被害人正常的思维判断和体能发挥。上述事实

原因、中介因素与危害结果环环相扣、紧密衔接，应当认定赵金明等人持刀追砍的行为与被害

人溺水身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５４〕根据这一评论可以认为，被害人深夜仓促

跳河是面临７名被告人近距离持刀追砍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被告人的追砍行为诱发了被害人跳
河的危险行为，并由此造成现实的溺亡结果。正因为如此，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追砍行为与被

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样，在杨某某、杜某某放火案中，法院认为，虽然本案

中的起火原因不排除是被害人自己使用警用手电的电击功能引燃了汽油，但是，这是在被告人

杜某携带汽油、打火机等放火工具和助燃材料进入院内，切断电源、打碎窗户，在屋外屋内多

处泼洒汽油，被害人被惊醒后无法开灯的情况下，被害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５５〕换言之，

被害人使用警用手电的电击功能从而引燃汽油的介入因素系被告人先前侵入被害人住宅、切断

电源、泼洒汽油等行为所诱发，而被告人上述行为的危险性通过介入因素变为了现实，因此，

被告人的行为应当构成放火罪既遂。

　　反之，在难以确认介入因素系实行行为所诱发时，就不能将现实发生的结果归属于实行行
为。如在巫仰生等故意伤害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致被害人重伤之后，因被害人家

属主动要求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多个独立于被告人伤害行为的积极因素的介入而导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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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秀兰：《王俊超等故意伤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２００９年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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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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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１０５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页。



亡结果的，由于被告人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已因被害人家属行为的介入而被

阻断，所以，伤害行为仅与被害人的重伤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与死亡结果不具

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５６〕本案中，巫仰生等人殴打被害人许某源致其重伤，被害人住院

治疗后病情稳定。然而，被害人家属先后实施了将被害人从重症监护室转移至普通病房、要求

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放弃护理等独立于被告人伤害行为的一系列放弃积极治疗的行为。

正是因为介入了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的积极因素，才最终导致许某源死亡。因此，法院认定，

巫仰生等人的伤害行为仅与被害人的重伤结果有因果关系，而与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

　　三是根据科学鉴定，现实结果是由行为与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竞合而引起时，现实结果是
不是行为危险现实化的体现，须进行实质判断。在极为轻微的侵害行为引起严重后果的场合，

因为不存在所谓行为危险，所以很难说现实结果是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即便基于各种考虑，将

现实结果看作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也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如前所述，在行为时存在特殊因素的场合，因果关系应如何判断，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西田典之根据其经验相当性说，认为不管是行为时的危险还是行为后的危险，都必须将经验上

罕见、通常不太会有的因素考虑在内。行为时少有的危险在结果中实现的场合，以及行为时的

危险以罕见的因果过程在结果中实现的场合，都不具有相当性，应否定其间的因果关系；这种

判断应以裁判时查明的全部事实为基础，从科学一般人的角度进行。〔５７〕但是，经验相当性说

应如何操作，西田典之未予说明。井田良从其主张的行为危险现实化说的立场出发，认为在行

为人不知道且一般人也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或者特殊疾病时，对于施加轻度暴行致

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要否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５８〕但是，在得出这种结论时，井田良与西田

典之的思考方法相反，他认为，之所以不能认为具有因果关系，是因为行为时行为人不知且一

般人也难以认知的罕见事实不能被列入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５９〕

　　从因果关系的本质在于实现精准报应的立场出发，我认为 “以裁判时查明的全部事实为

基础，从科学一般人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行为危险验证思路，与本文提倡的根据科学鉴定查

明行为危险的想法如出一辙。行为时存在的特殊因素是在行为时或者先于行为就存在的客观因

素，不能将其视为行为危险现实化过程中的介入因素，而应将其作为影响因果关系有无及程度

的客观事实列入行为危险现实化的判断基础。此时的行为危险现实化判断，不仅要判断行为人

的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有无贡献，还要判断其贡献的大小，然后从处罚必要性的角度对该种程度

的贡献进行评价。过于轻微的行为危险，即便与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因素竞合而导致了结果，也

不能将其评价为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如用小刀在被害人胳膊上划了一个１厘米长的伤口，却因
被害人患有血友病，伤口出血不止而致被害人死亡的，该致伤行为无论如何难以评价为故意伤

害 （致人死亡）罪。但是，在划了一个二十多厘米长伤口的情况下，即便因为被害人患有血

友病而使死期提前，也不能否定致伤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进行此种判断时，所

依据的事实不取决于该事实在行为时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人所认识，也不是单纯的统计概率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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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特殊因素的可能性，而是行为时确实存在的全部事实。在此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鉴

定结论，查明行为在引起特殊体质者损伤结果过程中的贡献度或者参与度，从而决定现实结果

是否称得上是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这一点在我国的司法案例中有充分体现。如在韩宜过失致人死亡案中，〔６０〕法院在以被告
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时，所依据的就是三份法医鉴

定。第一份鉴定认为，死者的病理变化主要为心脏肥大、灶性肺出血及陈旧性肺结核，尸检未

见颅骨骨折、硬膜外和硬膜下血肿及其他明显损伤，病理学检查亦未见脏器损伤病理学改变，

可以排除暴力作用直接导致死亡的可能。第二份补充鉴定认为，死者符合在左心脏肥大的基础

上，因身体多处遭受钝性损伤，特别是头部皮肤挫裂创，加上饮酒及纠纷中剧烈奔跑等多种因

素作用下致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其损伤在其死亡过程中的参与度为 ２０％ ３０％。第三份鉴
定认为，死者损伤集中在头面部，身体其他部位未见损伤痕，根据 《人体轻微伤的鉴定》

第３．２条、第３．６条之规定，被害人头面部所受伤为轻微伤。根据上述法医鉴定，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韩宜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证据不足，其持木凳砸余峰肩部和背部的行为与余峰的死

亡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判决宣告韩宜无罪。同样的因果判断，在洪志宁故意伤害案中

也有体现。本案中，被告人洪志宁与被害人 （男，４８岁）发生冲突，挥拳连续击打被害人胸
部和头部，致被害人倒地死亡。经鉴定，被害人系在原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因吵架时情绪激动、

胸部被打、剧烈运动及饮酒等多种因素影响，诱发冠心病发作，冠状动脉痉挛致心跳骤停猝

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年 ６个月。二审法院考
虑到本案中被害人的特殊情况，以故意伤害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５年。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后最终裁定核准了二审判决，理由是：被告人洪志宁殴打他人并致人死亡的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被害人死亡系一果多因，其直接原因是冠心病发作，冠状动脉痉挛致心

跳骤停，被告人的伤害行为只是导致被害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根据刑法的一般原理，被

告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其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或一定自然现象竞合时，由他人或自然现

象造成的结果就不能归责于被告人。〔６１〕由此看来，针对伤害特殊体质者引起严重结果的情

形，我国司法机关没有简单地一概肯定或者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是在尊重科学鉴定的基础

上，进行了结果责任的分摊。

　　针对上述因果关系判断方式，难免会有对特殊体质者保护不力的质疑。即在行为人有意利
用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因素而对其加以伤害的场合，若说结果并非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则会对有

特殊体质因素的被害人不利。对此，本文的见解是，判断有无因果关系或者行为危险是否现实

化，不能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是以行为时存在的全部事实为基础客观地判断。若行为本

身的危险轻微，即便与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竞合而致严重后果，也不能说行为危险已经现实

化，将严重后果归属于行为。换言之，行为人有意利用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时，也要看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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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客观上是否内含严重危险，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有意利用就肯定行为危险现实化。而且，从

行为危险现实化的立场出发，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因素只是考虑有无因果关系的因素之一，而不

是全部。这一点在刘天赐故意杀人案中有所体现。〔６２〕被告人刘天赐在明知被害人刘桐患有癫

痫病且癫痫病发作后被害人会死亡的情况下，因琐事打骂刘桐，致刘桐癫痫病发作，之后也未

救助被害人，导致被害人死亡。对此，法院认为，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患有癫痫病且癫痫病发作

会致人死亡，仍因琐事掌掴被害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致被害人癫痫病发作；在被害人癫痫

病发作后，被告人明知不采取恰当救助措施可能会致被害人死亡，却未采取恰当救助措施，放

任危害结果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案属于典型的利用被

害人特殊体质因素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形，但法院在认定行为人的掌掴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

因果关系时，除了考虑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引其疾病发作的作为行为外，还考虑了

被害人疾病发作后行为人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换言之，在法院看来，被害人死亡的现实结果

是行为人诱发被害人特殊疾病的掌掴行为 （作为）和疾病发作后的不救助行为 （不作为）二

者的危险现实化，而非仅仅是前面的掌掴行为危险的现实化。由此看来，即便是有意针对特殊

体质者的加害行为，我国司法机关在其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也是在慎重斟酌行为人引起危险的

行为和之后未及时消除危险的行为对现实结果的贡献之后进行实质评价，而非只要针对特殊体

质者实施加害行为并出现死亡结果，就一律将该结果认定为加害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总之，我国实务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尽管没有使用 “行为危险现实化”的概念，但却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甚至将其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和其他因果关系认定方式相

比，这种判断方式有两方面的长处：一是能够避免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缺陷。相当因果关系说在

判断标准上使用了容易与责任阶层判断标准混为一谈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通常性 （相当性）标

准，致使客观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模糊不清，而以建基于科学认识的鉴定意见作为危险现实化

判断标准的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与客观归责论相比，更容易为我国实务

所接受。客观归责论也以排除偶然事件为主导理念，只是客观归责论的判断仍然采用了较为模

糊的是否可预见标准，而且客观归责论是可能导致整个犯罪论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学说，而行

为危险现实化说则在维持现有因果关系论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以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作为行

为人承担责任的根据，其更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的现实情况。

结 语

　　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看似是在处理故意归责问题，但其实际上涉及因果关系的本质以及如何
认定因果关系等客观违法层面的问题。本文从因果关系客观性的基本观念以及我国审判实践出

发，对行为危险现实化说进行再阐释，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关键在于现实

发生的结果是不是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体现；在判断结果是不是行为危险的现实体现时，必须

将依据科学知识作出的鉴定意见作为重要参照，从合理限定处罚范围的立场出发，具体分析行

为对结果发生的贡献度或者参与度。这样，因果关系的判断不仅涉及原因力的有无，还涉及原

因力的大小。这种意义上的判断，显然不是决定是否排除结果故意的因果关系错误论所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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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此，在行为危险现实化说之下，因果关系错误概念实无存在之必要。

　　据此，就本文开头提及的王喜臣故意杀人案，可作出以下分析。按照行为危险现实化说，
在判断现实发生的结果是不是先前杀人行为危险的现实化时，应考察后面介入的放火行为是否

为先前的杀人行为所诱发。只有在介入因素系先前杀人行为所诱发的场合，才能将后面的死亡

结果归属于先前的杀人行为。现实中，尽管在以杀人手段让被害人陷入濒死状态后，行为人为

毁灭证据而放火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后面介入的放火行为是否一律就是先前杀人行为所诱发的

关联行为，还须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本案而言，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行为是行为人棒击被害

人头部之后所实施的放火行为 （介入因素）。从行为人方面看，放火行为是毁灭证据的行为，

其致被害人死亡是出于过失。但是，行为人实施放火行为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的棒击行

为所诱发的，因此，棒击行为所具有的致死危险，通过直接引起死亡结果的放火行为的介入，

间接地变为了现实，被告人王喜臣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故意杀人既遂。〔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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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错误问题及其应对

〔６３〕 在被告人王喜臣棒击被害人头部时，就可以推断出其具有强烈的杀人故意，之后以汽油泼洒现场并放火的行为，

可以看作是在这种杀人意思的支配下指向同一法益侵害结果的 “一连串的、一体的实行行为”。因此，将王喜臣

前后两个行为一体评价为一个故意杀人罪，也是没有问题的。


